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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教中」的研究方向及架構分析 

黎少銘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 

自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提出「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普教中」）為中國語文

教育的長遠目標後，各界人士對有關課題進行了不少討論，其中以「『普教中』可以

提升學生的中文能力」的說法的爭議最大。本文旨在以「輸入－敎育過程－輸出」的

系統理論擬寫初步架構，分析「普教中」各層面的問題及方向以作進深研究，並且 

探討教育過程中的教學法、學習行為、心理特質等面向，以釐清「普教中」的研究 

問題。 

關鍵詞：普教中；理論；架構；教育過程；基本策略 

回歸後，由於種種理由，普通話逐漸成為香港教授中文的熱門語言。這當中有賴

一個有待檢定的想法或論點─「以普通話教授中文可提升學生的中文能力」。這種

想法正在蔓延，不少學校均積極地以不同形式把普通話視作教學內容或以之為課堂 

教學語言（見圖一）。而且，兩份政府的指引文件更加速了這個趨勢：首先，課程發

展議會（2000）提出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下稱「普教中」）是該議會的長遠

目標；其後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2003）附議「非常贊成課程發展議會使用 

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長遠展望」（段 3.2.14）。這樣一來，不少小學因而施行「普

教中」；按林建平（2008）的估計，約 20% 的中小學正試行「普教中」。可以想像，

圖一中的第 II 層必將繼續擴展，而第 I 層則不斷萎縮。縱然如此，關於「普教中」的

成效，見仁見智。近幾年來，有關的討論從反對（陳惜姿，2007；湯浩堅，2007/2009；

龐永欣，2008）、懷疑（鄧城鋒，2008）到贊成（何偉傑、林建平，2000；劉筱玲，

2005）都有。上述諸觀點，都各自成理，各有說服力。縱使意見紛紜，有關研究亦 

豐富，然而，至今仍欠缺一個統整而清晰的研究架構，以了解「普教中」各方面的 

真像。為了徹底了解「普教中」的效能，本文旨在提供初步架構，釐清「普教中」各

層面的研究問題及方向。基於此架構，期望能發展出一些「普教中」的基本研究策略，

繼而透過這些研究策略，檢視「以普通話教授中文可提升學生的中文能力」究竟是 

迷思還是定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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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教中」研究的整體架構 

要研究「普教中」，我們可以借助系統模型分析（鄭燕祥，2003），如圖二所示。

系統的輸入（input）包括教育政策的制訂、社會的期望、人力（師訓機構培訓的 

「普教中」老師）、資源（教育局的支援、出版商的教科書編擬）等。系統的內部 

運作過程（process），包括學校管理、課堂教學、學習者的學習行為等。「普教中」

的果效是甚麼，對學生學習、教學和課程都產生了一定的影響，是良性還是惡性，這

在在需要評估分析。最後，「普教中」的教育輸出（output）對整體社會產生長期的 

影響，這是更高層次的分析。而長遠的影響反過來會回饋社會，或加深期望，或促進

資源的開發，從而促成內部教育過程的完善，形成一個良性的循環系統。圖二所示為

整個「普教中」研究分析的系統模型以及其細項要素，圖中不同部分列出了以往的相

關研究，可見哪些地方已有成果，哪些部分仍是研究上的空白，有待發掘。利用系統

理論探討「普教中」的研究方向，可更清楚了解「普教中」的效能、評估問題及需要，

再根據目前已有的規律、能力及資源去解決問題，尋找提升「普教中」素質的研究 

策略。而由於整個系統模型非常龐雜，限於篇幅，本文會集中討論最重要的一環 ─

「普教中」中教育過程的研究方向及問題，餘則另文討論。 

學校管理層面 

不少學校都認為學校管理層的態度及策略是推行「普教中」最重要的條件（語文

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2008，頁 4）。學校應否實施「普教中」，不是一個丟銅板

的倉卒決定，而應有多方面的考量。統合而言，學校應否推行「普教中」，可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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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與內在環境兩大方面決定。而這兩方面又各有若干要項，形成一個策略矩陣（見

圖三），學校可就自己的個別情況分析。若矩陣落點在 1、2、3 區塊是適合「普教中」

的，在 4、5、6 則可考慮施行「普教中」，而在 7、8、9 則不宜施行「普教中」了。

重要的是，學校必須從矩陣各要項中分析，訂定哪些是關鍵的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而非重要的維生因素（key survival factor）（湯明哲，2003；Porter, 1980）。

學校可按這矩陣及下文的要項分析，釐定分值指標，結果落入哪一區塊，便決定應否

實行「普教中」。具體的分析，下文討論。 

實際要項 相關研究 
       直接影響（教學效能）

 評估 
       間接影響（學習者的 

      學習型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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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要項 相關研究 
 長期影響（文化傳承、經濟影響、

政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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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參考 Porter（1980）。 

校外的分析 

校外的競爭因素如教師素質受制於培訓機構，學生則囿於香港的整體環境；學校

可以根據一定的準則選取教師，而學生則由於受條例所限，無法任意錄取，因此， 

這兩部分可研究的不多。要研究的是同區學校的「普教中」策略，配合長尾理論（Long 

Tail）和藍海策略（Blue Ocean Strategy）作利基（niche）分析，定出學校「普教中」

的優化策略。長尾理論源於統計學上的長尾分布（long-tailed distribution），因為曲線

尾巴比前端長很多，運用在管理上，簡言之，就是要找出眾多剩餘的價值以創造利基

（Anderson, 2006）。藍海策略強調的是，組織不應把競爭（紅海）當作標竿，而是要

創新找出另類利基（藍海）所在，開創生機（Kim & Mauborgne, 2005）。兩者結合 

一起討論，更細緻的策略分析，或以另文探討。 

校內的分析 

學校需要明確界定實施「普教中」的理念是甚麼：是為了提升學生的漢語能力？

還是只是為了以廣招徠？或是為了發展學校的潛在市場能力？無論是哪個原因，參考

Anderson（2006）的建議，學校可按下面六個問題自我檢驗： 

 有哪些「普教中」優勢是可持久的（sustainability）？ 

 哪些「普教中」優勢又難於為他校所模仿（imitability）？ 

 有哪些「普教中」的因素不再有用而應予以消除（eliminate）？ 

 有哪些因素應該減少（reduce）到遠低於「普教中」的標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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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因素應該提升（raise）到遠高於「普教中」的標準規定？ 

 有哪些「普教中」的因素應該創造（create）出來？ 

這些因素與以下討論的課程設計、教師、支援／知識管理等都有關係。 

課程設計 

教育當局從來沒就「普教中」擬訂有關的課程指引，靠的是學校自行摸索，以致

一般人錯覺「普教中」只是轉換一個教學語言頻道而已。當然，「普教中」應該是 

學科的改革，不僅是教學語言的轉換。要設計課程，這方面可以參考 Cummins（1981, 

2000 ） 的 兩 個 語 言 類 型 的 設 計 ─ BICS 和 CALP 。 BICS （ 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基礎人際互動溝通能力，現或流行稱之為社會或空間語言能力）

是先讓學生在一個教學豐富的語言環境學習第二語言的溝通技巧。只需兩年，學生 

就可以達到與以英語為第一語言的孩子相近的程度。然而，社會語言能力還不足以 

使學生應付學校的教材和課程，他們進一步需要的是第二語言的認知能力。CALP

（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學科的認知語言能力）的需求在第二發展 

階段便超越了會話上的需要。這需求包括了學校學習、成人生活等很多面向所需要的

語言能力（Collier, 1995; Ovando, 1983; Thomas & Collier, 2000）。根據以上兩個概念，

筆者認為可以把「普教中」的課程理念界定為「先學習普通話（BICS），然後以普通

話學習（CALP）」的學習過程。然後再結合學習者的特性，配合各種語言教學理論 

（兩者在下文有詳細討論）以及班級的縱向延展，設計出一個合適的「普教中」課程。

這方面，謝雪梅（2006）的研究指出，學校宜「局部展開 PMI［「普教中」］的嘗試，

進而整合課程，回歸『教中文』的本位，是現階段發展中文課程的合理方向」。這與

Cummins 的看法相近。另一方面，坊間專門為「普教中」而設計的教科書不多，素質

亦有待檢定（這都是有待發掘的研究課題），學校在自訂教材時，要顧及教學法、 

學生特質等幾個方面。這研究課題需要學校試驗、更正，或可與其他學校發展教學 

平台關係以共同開發，既要對外合作研議，亦要發展具校本特色的「普教中」課程及

教材。 

教師方面 

「普教中」成功與否最重要的一環在於教師。要選取合適的「普教中」教師，學

校最大的考慮在教師的普通話能力及中文能力（語文能力），前者可以教師在普通話

水平測試或普通話基準試的成績為準則，後者則有師訓機構的指標。除此之外，成功

的「普教中」教師亦應具備 Gross（1990，轉引自林進材，1997，頁 180–181）所界定

的四方面知識：一般教學法知識（general pedagogical knowledge）、學科知識（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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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 knowledge）、學科教學法知識（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和情境知識

（knowledge of context）。學校選取、評估教師「普教中」的優勢，或找出在職培訓的

着力點時，可重點參考這個「兩種能力（語文）和四種知識」的架構。 

值得研究的是，「普教中」教師的學科知識（包括了普通話及中文的學科知識）

和學科教學法知識（同樣包含了普通話和中文的學科教學法知識）兩者如何調和融合

（見圖四）。當一位稱職的「普教中」老師，對上述從「先學習普通話（BICS）， 

然後以普通話學習（CALP）」這種能力轉換的過程應有一定的操控力。圖四顯示的 

是，「普教中」老師的兩種學科知識（中文和普通話）由學習到教授的層階要求愈來

愈高，而調和兩者的，正是他們的兩種學科教學知識和能力，這在「以普通話學習」

的 CALP 階段尤為重要。余婉兒（2006）的研究證實了「普教中」老師若能結合學科

教學知識和學科知識，對「普教中」有明顯的優勢。是否需要對「普教中」老師有更

嚴格的教學要求（基準試只是測試老師的普通話能力而已），這還需要討論。在公眾

展開討論前，有關這方面的訓練，或可參看美國加州教師資格委員會（California 

Commission on Teacher Credentialing, 1993）的設計理念。對雙語教學的老師，它設定

兩項資格種類：一是強調非雙語的脈胳情境的跨文化、語言和學業發展（cross-cultural, 

language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CLAD），一是強調雙語的脈胳情境的跨文化、語

言和學業發展（bilingual cross-cultural, language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BCLAD）。

獲得 CALD/BCALD 的課程，都包含語言（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文化和教學的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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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援 

學校在「普教中」的金錢、教師的校內在職培訓（on-the-job training）和課程組織

等的支援固然重要，但由於它是一個新的課程與教學，沒有課程指引，學校的自主 

程度很高，因此，學校要做好對「普教中」的知識管理，使「普教中」成為校本獨有

的知識生長體，這才是最重要的支援。「普教中」既然是新興的學科與教學，它應該

同時存在外顯和內隱的知識，前者指的是學科知識和相應的教學法，後者則是教師 

個人教學時的特定體悟與啟發；學科知識（外顯的，在「普教中」來說指的是課程的

設計、教學法的選取等）與技術知識（內隱的，在「普教中」來說指的是教師在課堂

上邊做邊學 ─ learning by doing 得來的）有互補的作用。研究亦指出，不管在任何

領域，知識都能因移轉、轉化和新的組合而進步（王如哲，2002；Foray, 2000, 2004）。

學校在「普教中」臻於完善之前，如何好好管理，使它壯大成熟，便是個有待研究的

課題。Hansen, Nohria, & Tierney（1999）指出，知識管理有兩種策略：一是針對內隱

知識的，它和知識生產者密不可分，這類知識主要透過人與人的接觸而分享，採用的

是個人化策略（personalization strategy）；一是對於比較標準化且符合一般需求的產品，

就會把知識作審慎整理，並儲存在資料庫內，以便員工隨時重複使用，這就是整理 

策略（codification strategy）。這兩種知識管理策略對「普教中」都有啟發意義，要 

研究的不單是學校如何運用這兩種策略，更關鍵的是兩者如何協調。「普教中」教師

在教室中所獲得的內隱知識需要把它誘導成為文化知識，轉化的過程更需要細心 

規劃與執行，因為知識管理既可以改進教學，亦可以為學校建立良好形象（李子建，

2004）。 

語言知識與語言技能學習層面 

「普教中」語文能力提升的研究問題 

學與教是「普教中」討論得最多的範疇。鄧城鋒（2008）指出，贊成「普教中」

的研究或意見都只強調詞匯和語法的改進，對於更高層次的篇章寫作能力則並無突出

的果效。唐秀玲、司徒秀薇、莫淑儀、鄺銳強、張壽洪（2001）亦指出，「普教中」

的學生反應較被動，他們因為語音障礙而簡化語言結構和話語內容，而老師則把教學

低層次化。出現這種情況，與「普教中」的量與質有關。量，指的是時間；質，指的

是教學的層次，而兩者亦互為因果。「普教中」在改進詞匯、語法運用能力上短時間

內最為見效，但這只是一個「拼命效果」（producing harder），提升的空間有限，這

就是圖五中從 y1 到 y2 的區塊；要在寫作上（即篇章上）收效，這必須是另一層次的提

升，學生一旦能從詞匯語法中得益，從而提升篇章的寫作能力，這就是因着掌握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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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產出的增加，是「知識提升的效果」（producing smarter）（朱敬一，2008，頁

76–77），是從 y3 到 y4（見圖五）的躍升。既然有研究證明「普教中」的「拼命效果」 

─ 詞匯及語法上和整體語文學習上有明顯果效（何國祥，2002a，頁 14；張壽洪、

盧興翹，2006；劉筱玲，2005），那麼，「普教中」的研究應聚焦於其推行上的時間

積累與教學上的提升有否相關。張壽洪、盧興翹（2006）指時間一長，教師與學生都

對「普教中」有所適應（頁 343）。不過，這是否不只限於「適應」，還有沒有學習

效果的提升？從「拼命效果」到「知識提升效果」間的歷程包括了哪些語文要項？ 

教師、教學法、課程上要如何配合，才能達致語文學習的整體提升？ 

 

 「普教中」提升 

語文學習的效果  

 

 
y4 

知識提升效果
 y3/y2

 拼命效果
y1

 

 
「普教中」 

推行的時間  
k1 k2 k3  

「普教中」語言技能學習研究問題 

聽說讀寫是語文學習的四種重要技能。至於以何者學習為先，語言學者各有不同

主張。普通話與粵語最大的分歧是語音，詞匯及語法次之。因此，不少「普教中」學

校都會集中火力在聽說的訓練上，忘記另有更高層次的讀寫教學。在香港，普通話這

種只在學校學習，在家裏用不着，在社會上甚少機會運用的「半外語」（指的是言語，

非文字），便只停留在聽說的層次，成為一種學習的語言，而非運用的語言。張正東

（1999）討論英語教學的問題很有意思，同時可作「普教中」的借鏡。他認為此中 

有兩個誤區：一是只着重英語中的屬性，忽略了其語言運用的能力，技能的語言屬性

重於其運用性與傳達資訊的特性，言語掩蓋了語言；二是把聽說讀寫等技能與語音、

詞匯、語法等語言知識對立起來，漠視了技能是個人運用語言的能力，加重了學習者

在知識與技能間的學習負荷（頁 130–133）。聽說讀寫這種兩重性，讓我們了解到 

「普教中」並非僅是語音教學，亦非期望只是轉換教學語言就可以把學生的漢語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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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提升；在設計教學時，應意識到語言技能與語言知識要結合一起，聽說讀寫亦非

孤立的個體，而是可以互相遷移的整體板塊。圖六提供了一個「普教中」的語言技能

與知識研究的理念架構。根據這個理念，「普教中」語言技能間的遷移，可以有三個

不同的層級，見表一。 

 

 語言知識 

 

語言能力 
聽 

讀 

說 

寫 

 

 

 

 
語言能力 

 

 
第一級遷移 

第二級遷移 

第三級遷移 

 

 

 
語言知識 

 

 

遷移的層級 語言技能 「普教中」的研究略例 

第一級 各語言技能（聽說讀寫）內的遷移 如說話由拼音到聲調到交談間的遷移 

第二級 兩種語言技能間的遷移 如說話遷移至寫作等 

第三級 各語言間的遷移（涉及多範疇的遷移） 如聽說上的篇章技能遷移至說寫等 

 

從表一可見，有以下的研究思考： 

 第一級遷移─可研究「普教中」在聽說讀寫各範疇的教學策略。各範疇的語言

構件（語音知識、詞匯、篇章等）與語言技能間（亦可以是粵語、普通話之間的

遷移）的表現等（見圖六的每個象限）必須要逐一分析、深入了解。 

 第二級遷移─這是兩種語言技能間的遷移，如聽說或讀寫之間的遷移。普通話

對於香港學生來說是完全陌生的語音系統，Fries（1945）指出「聽先於說、說先

於讀、讀先於寫」這種以目標語言的輸入為前提的「聽說教學法」（audio-lingual 

method），已經成為半世紀以來第二語言教學的常規。若可先打通這兩道關卡，

以聽說領先的方法幫助學生了解及掌握普通話的特性，把普通話由學習對象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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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工具，這四個範疇間如何遷移和互相影響，就是個龐大而複雜的系統性研究。

這些研究可以找出如何達到前面所說「知識提升效果」的要件。這是幫助學生從

「學習普通話」到「以普通話學習」的躍升關口。梁佩雲等（2006）的研究指出，

「普教中」有三種有效的遷移策略：語言管理策略、多層次分組學習策略和多元

顯現策略。至於如何深化第二級的遷移，以及還有甚麼型態的遷移，有待研究。 

 第三級遷移─這是高層次的、四種語言技能的全方位遷移（見圖六正中的正方

格）。一個值得探討卻受到忽視的問題是：「普教中」教師的教學語言能否以更

有組織的篇章教學語言教學以提升學生的寫作能力？因為港式中文與標準中文的

差異除了在詞類、短語和句子結構外，還在語篇結構方面。根據石定栩、邵敬敏、

朱志瑜（2006）的研究指出，港式中文的語篇結構很大程度上受了英語的影響，

其中以關聯詞語的使用和句子前後照應這兩方面最為顯著。換句話說，若老師以

普通話教授中文，學生得益的不僅在詞語的轉換和句式的正確語序，還在更高 

層次的語篇結構上的糾正。以「普教中」，日積月累，學生若可多聆聽正式的 

普通話篇章結構，潛移默化，會否在閱讀、寫作及說話的篇章層次上有所遷移？

這很有研究價值。 

語言觀、教學法跟「普教中」研究的關係 

這裏，我們先歸納幾種教學理論，以及當中語言觀的特點（見表二），據此建構

「普教中」研究的架構，並討論若干可以研究的問題。 

 

語言觀 教學觀 教學法 對「普教中」的意義 

結構觀 行為主義論 操練方式／聽說教學 學習普通話的要件 

認知觀 認知心理論／ 

元語言學習意識 

認知教學法／觀察、記

憶、思維、想像等能力的

教學 

運用普通話知識及基礎人際互動

溝通能力 

發展觀 人本主義觀 默示教學法、暗示教學

法和社區語言學習法 

以普通話為溝通工具，並逐漸過

渡至「以普通話學習」的階段 

建構觀／互動觀 建構主義的學習／

社會文化理論／ 

合作學習觀 

任務導向教學法／合作

學習法 

建構「以普通話學習」的能力，

以及學科的認知語言能力 

學習觀 情境多元智能 

五角理論 

學 生 自 行 建 構 知 識 內

容、自我學習，發展學生

個別的多元智能 

打破場地界限，加強「以普通話

學習」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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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列出了不同的語言觀與「普教中」的解說，我們還可以從圖七了解這兩者 

的概念關係。這個關係不是靜態的進程，從「學習普通話」到「以普通話學習」雖然

與語言及教學觀的關係是層進式的，但在不同年級的教學設計上其實可以是螺旋並進

的。 

 

學習普通話 

以普通話學習 

      
結構觀  認知觀  發展觀  建構觀  學習觀 
              ／互動觀 

              建構觀／ 
結構觀  認知觀  發展觀  互動觀  學習觀 
      

超越場限／學生主導學習

場地為限／教師主導學習

 

 

 

 

 

 

 

 

 

 

 

 

下面舉其大者略作說明： 

結構觀 

一如前述，「普教中」的先決條件是以普通話為學習內容。Huang & Hanley（1994）

曾對香港、台灣和英國的兒童進行了包括語音意識、視覺技巧的測試，發現兒童在 

音位刪除任務上的表現，在很大程度上受兒童是否學過注音符號所影響，說明正式 

學過語音系統對音位意識的發展是重要的。Chen & Yuen（1991）及 Read, Zhang, Nie, & 

Ding（1986）分別以兩岸三地兒童作對象的研究，同樣顯示拼音系統的學習能促進 

兒童對漢字結構的語音意識；學過一種拼音系統的兒童在漢字的讀音中更慣於使用 

聲旁信息。這眾多的證據顯示，有關學生學習普通話是否需要學習完整的漢語拼音，

便是一個亟需研究的課題。若是，則應該以哪個年級為切入點？謝雪梅（2008）就 

提前教授漢語拼音提出一個可行方案，很具啟發意義。另外，不少研究者都指出聽說

教學法是可取的普通話教學方式（郭思豪，2007；盧興翹，2006）。這方面我們要 

思考的是，行為主義式的聽說刺激－反應與強化的訓練教學設計有否程序上或層級上

的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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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觀 

「普教中」在認知行為方面的研究課題的重要性更是不遑多讓。大量有關英語 

兒童學習語言的研究都指出：隨着語言、文字的學習，兒童會發展出各種元語言學習

意識，包括概括化（generalization）和規則化（regularity）的學習（舒華，1997；舒華、

曾紅梅，1996；Carlisle & Nomanbhoy, 1993; Gough, Juel, & Griffith, 1992; Tyler & Nagy, 

1989）。元語言學習意識，尤其是語音意識，對預測兒童的閱讀發展有很大的作用。

由於普通話與粵語的差異實在太大，由以粵語學習的舊基模（schema），到以普通話

學習的新基模，不是一個簡單的同化過程。普通話（包括漢語方言）有一個非常顯著

的特徵，就是通過不同聲調來區別不同詞義，是一種聲調語言（tone language），亦是

一種語調語言（intonation language）。漢語聲調常以離散的形式出現，聲調與調值大

多數情況跟語境無關，可是，有些情況卻由於上下文的改變而令聲調截然不同，連續

變調（tone sandhi）就是其中一種。這種現象出現在一個第三聲後面再跟一個第三聲的

時候，第一個第三聲聽上去像第二聲。葉云、Connie（1997）認為連續變調的應用很

廣泛，不過只存在於某些特定環境。這些特別且只存在於普通話的語言現象，到底 

應以行為主義的形式強行植入，還是如認知學派那樣讓學生先觀察，比較舊有的學習

基模，然後把它打破並同化在新的學習基模下較佳？若考慮到這種現象或基於詞或 

句法組合的（Selkirk, 1984），或基於雙音節（bisyllable）（雙音節詞或兩個並列的單

音節詞）層次上的韻律結構而決定了普通話中連續變調的運用（Shih, 1986），那麼，

對學生認知思考層次的要求便更高。因為這涉及了聲音語音信息是否直接投射到詞匯

表徵的問題，這一問題是指知覺或語法層次的遞交（commitment）是否在接受到語音

信號後立即進行（葉云、Connie，1997）。無論這過程是快速遞交輸入（Marslen-Wilson 

& Welsh, 1987），還是遞交延遲（Connine, Blasko, & Hall, 1991），我們都可以據此研

究「普教中」的學生以普通話學習是否真的有助書面詞匯的掌握及運用，而非「迴避

策略」所引致的「無犯錯」語言行為（這在下一節討論）。 

另一個跟「普教中」有關的語言認知的重要研究課題是，在字詞加工中獲得語義

是否要通過語音轉錄來逹成（這是聽讀的結合與遷移問題）？宋華、張厚粲、舒華 

（1995）的研究結果表明，在漢語閱讀中，確實存在字音字形的發展轉換。簡言之，

三年級學生在閱讀中主要依賴音碼，大學生則主要依賴形碼，而五年級學生正處於從

依賴音碼到依賴形碼的轉換階段。這對「普教中」研究的啟示是，學生在以普通話為

音碼的轉換過程中，成功與否對他們閱讀有很大影響。另一方面，五年級學生正處於

從音碼到形碼的轉變階段，「普教中」的學生會否有此轉變？轉變的形式為何？轉變

的強度有多大？而五年級亦正處於初中過渡的階段，語言能力的轉化對他們的學習有

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他們要參加初中報分試）。因此，類似的相關研究便有實際需要。

這可以是比較形式的研究（即試驗與對照組的實驗），亦可以是追蹤式的研究（縱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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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一組的長期觀察研究），這對考察「普教中」的學習效能很有意義。「普教中」

與認知學習及元語言學習意識的研究，仍然有多個範疇值得且有需要開發，比如普通

話和粵語句子的比較（書面及口語）、篇章上的轉換等。 

發展觀 

相對於粵語，普通話對香港學生來說畢竟是一種陌生的語言，他們在教室中感到

害怕是很自然的。老師如果可以在教學上盡量降低學習者的「情緒標竿」（affective 

filter），減低他們的焦慮，第二語言的學習會容易得多（Krashen, 1980）。人本主義

所倡導的以學生為中心的模式，其教學意義與目的是促進個人成長，教師只是輔導者；

教師與學生建立良好關係，引導學生為自己的學習負責（Rogers, 1983），這對「普教

中」的施行應該很有用。郭思豪（2007）指出，成功的「普教中」教師有四方面的 

效能：（1）照顧者─ 調節語言角色，強化與學生的互動關係；（2）教導者─  

有計劃地提供一套啟動和推進的學習語料；（3）學習者─ 通過適切的教學和回饋

策略，保持學生的學習興趣；（4）運用者─ 在教學過程中為學生提供充分和具意

義的互動機會（頁 36–37）。這「四者」對學生以普通話這種相對陌生的語言來學習，

無疑很有用：前兩者是「關懷」的要求，後兩者則是「同理心」（深度了解、設身處

地）的作用。這都是 Rogers 人本主義中創造溫馨學習氣氛及和諧師生關係的人本主義

目的，符合了教師應提供催化學習氣氛的功能。在這種有利成長的氣氛中，學習進展

會加快、加深（Rogers, 1983, pp. 185–187）。這種對學生語言學習心理需要的照顧，

是否更應在一年級開始？而這「四者」的實際語言指標為何？「普教中」教師對學生

的關懷程度與「普教中」的學習效能是否相關呢？ 

建構觀／互動觀 

語言文字本身是沒有意義的符號，其意義是人賦予的，是基於人際互動而有的 

社會建構，因此，學生的真正學習是透過與老師、同學的互動來建構知識，並非來自

耳提面命（張世忠，2000；Solomon, 1987; Tobias, 1990）。Halliday（1975）指出，兒

童敏於參與對話，便得以展現語言中學習的力量；敏於表達，便有能力尋求信息和 

詞彙；多加比較和觀察，才能促使成人語言中「後設功能」（metafunction）的發展 

（p. 50）。在這種互動過程中，語言的選擇固然重要，但更可貴的是在於觀念的形成

和詞匯的學習及組合（Tabors, 1997）。由此可見，互動的學習法對學習普通話的作用，

顯然是幫助學生開始運用普通話這個工具學習語文。這種形式的互動，重要的是在互

動過程中所培養出來的廣泛言談技巧（discourse skills）。這是師生間的互動作用，在

此，研究的焦點應是師生互動引發的普通話學習策略，以及如何與聽說讀寫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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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Fuchs, Fuchs, Mathes, & Simmons（1997）、King, Staffieri, & Adelgais（1998）、

梁佩雲等（2008）的研究顯示，同儕輔導（peer tutoring）實際上能提升所有年級學生

與所有學校學生的學習，因為同儕能為彼此的高層次思考與學習發展搭構鷹架

（scaffold）。Hirschler（1991）認為「良性的社會互動機制是第二語言的催化劑」 

（p. 125）。這要素對「普教中」很重要，因為它有助學生把自己融入了普通話的語言

結構中，然後表明他與其他參與者的關係，以及他的態度、承諾、期望等等。Hirschler

（1991, 1994）曾進行一個小老師制度及互助式語言學習的社交支援的實驗研究，結果

證明了學生彼此間說話的對答次數（rates of turn taking）有所增加，語句較長，亦有 

較多的語言修正（language modification）。Hirschler 的互動策略是否適合以普通話 

學習中文的方式學習？運用此策略，學生說話、寫作的句子會否增長？而語言修正會

以哪個方式出現？這都是有趣的研究課題。 

學習觀 

語言除了可以表意外，亦有交際和融合的功能（Schumann, 1978）。筆者相信，

「普教中」不單是為了傳遞信息、與人溝通，更是融合、歸化和認同目的語（即普通

話）的社會。而由於普通話日益重要，在全球化影響下，普通話的社會邊界正在不斷

拓展。在此，「普教中」應該讓學生以普通話這個工具進行三個方向的學習：個別化、

本地化和全球化；這是一種打破場地界限的學習，是個三重化的過程（triplizations）

（鄭燕祥，2003）。這種趨勢的學習更講求學習環境、學習內容及學習時間的無疆界

化。陳雅玲（2007）更指出，增強語言的能力正是強化「全球移動力」（global mobility）

的四大方向之一。因此，「普教中」需要注意的是：在全球化之下，如何把普通話 

這愈趨國際化的語言在學習及教學上得到全球的聯繫及推動？網上學習、與國際間 

互動，普通話應比粵語更有優勢，更為國際社會認同。本地化方面，值得探討的是，

「普教中」能否突破學校孤軍作戰的狀態，建立學校間的學習平台，讓學校間的師生、

課程及文化互動，甚至是切合社區需要及期望，擴大社區人士的參與（如內地新移居

本港的居民或不同專業人士的協作及支持），提升對本地「普教中」的認受性？至於

個別化方面，一直以來，它的發展及其程度都直接影響了人類工作或學習的積極性

（Alderfer, 1972; Manz & Sims, 1990; Maslow, 1971/1993）。「普教中」在此可研究如

何多發展學生的個別化學習目標，鼓勵學生自學。普通話的語境已不囿於學校，學習

夥伴亦可因人而異，學習內容或對象更可以是來自不同的媒體。在遷移、調適及發展

外來的價值、知識、科技及行為規範時，能切合個別人士的需要和特性，正是個別化

的旨趣。 

除了上述五種語言學習觀之外，若加上讀寫聽說這四種語言技能的訓練，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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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年級課程及教學設計，「普教中」這個課題可以研究的項目就變得繁富而立體，

如圖八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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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心理與學習者及「普教中」的研究 

研究「普教中」的學者專家一般都認同普通話是現代漢民族的共通語；對於香港

人來說，普通話不是母語，亦不是第二語言─ 外語（因為其書面語是現代漢語），

而是界乎兩者之間的「第一個半語」（黎歐陽汝穎，1997，頁 6–7）。有關方面的 

專家都認同這看法，大都以地方變體（粵語）學習共通語的方向看待此問題。雖然 

第二語言學習理論不完全對應香港學生學習普通話的情況，然而，普通話和粵語兩者

的說話部分差異不少，亦較少研究者從第二語言學習理論為切入點，因此，借助第二

語言學習理論研究「普教中」問題，在某程度上仍然是有積極意義的。以下以移轉、

語言干擾、中介語和迴避行為等四個範疇作出建議。 

移 轉 

首先討論移轉（transfer）。移轉是第二語言學習的其中一種干擾（interference），

有兩種情況：把母語的語言行為負面移轉（negative transfer）至第二語言或目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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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與母語相同的現象轉用至目標語，這是正面移轉（positive transfer），亦即毫無干 

擾。Cummins（1981）認為，以第一語言學習所接受過的知識，可以轉向有關目標 

語言方面種種的學習，這種學習移轉即所謂的共同基礎能力（common underlying 

proficiency）。若可以找出「普教中」的共同基礎能力，對了解粵語如何有利於普通話

學習很有幫助，同時亦可減輕「普教中」對粵語的歧視和恐懼。而且，學生透過第一

語言學習知識不只有效，Collier（1995）更指出這對學生在第二語言的持續認知發展

亦很重要。另一方面，負面移轉在「普教中」裏固然要研究，不過有趣的是，對於 

正面移轉，是要倒過來研究第二語言如何「干擾」學生的母語─粵語，因為這正是

「普教中」的目的；而提升學生的中文能力，更是研究的重點。負面移轉很明顯存在

於某些層面，如發音、詞匯及語法的影響（Lado, 1957; Scovel, 2001）。在「學習普通

話」的階段，這研究十分重要，因為如能歸納及分析出一些系統性的現象，從而針對

學生的弊病設計課程，糾正教學，對過渡至「以普通話學習」的階段有正面作用。 

語言干擾 

不少「普教中」的研究總喜歡量度學生出現些甚麼正向行為，以證明「普教中」

的成效（劉筱玲，2005）。可是，要真正了解第二語言學習者的習得情況，他們到底

應用了哪些策略和程式，只能從負面行為（錯誤）中理解，不能只奢望於一般的正向

行為。正如只從一個途人在綠色行人過路燈亮起時橫過馬路的照片，並不能證明他 

不會在紅色行人過路燈亮起時衝過馬路。因此，研究學習者的錯誤是有積極意義的

（Corder, 1967, p. 167）。首先要澄清兩個概念：失誤（mistake）與錯誤（error）。失

誤是因疲勞或粗心等因素導致不正確的語言表現，但說話／寫作者會及時自行修正。

撇除心理因素不論，原則上，失誤屬於語言表現上的不正常現象，這種失誤本質上 

不影響正確、深層的語言結構（郭思豪，2007；Chomsky, 1965; Corder, 1967）。錯誤

則是能力的不足，學習者錯了亦不自知。這對研究第二語言的學習有更大的啟示作用，

因為它正好反映了學習者對目標語的了解不足，無法駕御第二語言的錯誤，是語言 

能力的不足。 

錯誤可能來自語間（interlingual）或語內（intralingual）干擾。兩者的分別在於 

前者以舊習慣為依歸（即母語干擾目標語），後者則是以新習慣為依據（即第二語言

的新習慣互相干擾）（Scovel, 2001）。實施「普教中」，學生在這兩方面有些甚麼表

現？這些干擾是正面移轉還是負面移轉？一般的「普教中」研究多集中在語間干擾，

總認為粵語干擾了普通話，鮮有提及語內干擾；其實語內干擾亦值得研究，如學習者

有否過度泛化、自創結構（Dulay, Burt, & Krashen, 1982）等，這表示學生的普通話或

語言能力不濟，但卻說明他十分勤奮且富創造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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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語 

以往的語言對比分析，把大多數的錯誤都歸因於干擾。Selinker（1972）主張最好

把錯誤詮釋為學習者的中介語（interlanguage），亦即是指第二語言學習者由初階程度

到流利運用目標語的高階程度，中間那一段正在發展的語言能力。中介語有多種多樣，

「普教中」若能研究這部分，歸納分析學生的表現，會更清楚學生的語言問題所在。

姚素珍（2008）亦認為，教師應懂得運用中介語的理論與方法，以觀察、分析和糾正

學生的普通話。 

迴避行為 

關於學習者的行為表現，還有一個少人討論但卻很值得研究的現象。在學習新 

語言的過程中，「錯誤」不令人意外，恰恰相反，口頭筆下，學習者從未犯錯才叫人

驚奇。當然，他們可能是語言的早慧者，但更可能的是他們採取了迴避（avoidance）

策略。這是一種微妙、複雜而且容易令人誤解的現象。迴避行為不論是自覺還是不 

自覺，都同樣影響研究者分析學習者的正確學習效能；而且，亦難以界定學習者究竟

是否真的採用了迴避策略。Scovel（2001）把迴避行為界定為：第二語言學習者傾向

不使用一般母語人士在該情境下所用的結構，因為這些第二語言結構與學習者母語的

文法非常不同（p. 68）。梁佩雲等（2008）及鄧城鋒（2008）觀察多節「普教中」的

課堂後，發現學生在答問和造句上往往採取了迴避策略，影響了正常學習。這正好 

說明這課題的研究有需要。問題是，學生採用這策略後，說寫皆無瑕疵，這對實驗設

計造成困難，因為難以分辨學習者是真的掌握了新的語言結構還是運用了迴避策略。

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的學者花了無數心力，打破困境，其中一項值得參考的是 Kleinmann

（1977）的研究。雖然 Kleinmann 的研究以阿拉伯語和西班牙語學生為研究對象，但

其實驗設計仍可作「普教中」的借鏡。他的研究顯示，只要條件適當，第二語言學習

者會傾向迴避使用新語言中與母語不同的結構；干擾在不同的境況下擔當非常重要的

角色，這在語言不同的層次如語音、詞匯及語法上都不例外。 

綜合上述各項有關「普教中」在教育過程中的研究課題的討論，「普教中」從「拼

命效果」到「知識提升效果」，或 Collins（2001）所說的由「厚植實力」到「突飛 

猛進」的進程，可以總結為如圖九所示的關係。 

結 論 

毫無疑問，「普教中」肯定會愈來愈受重視。「普教中」本是一個重要的教學及

課程變革，可惜有關當局缺乏長遠政策，更沒有從軟件上─ 研究作出支援的魄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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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2008）有這樣的看法：「學術界方面，宜由『普教中』

的理論層面（例如『普教中』的成效）轉向實際探究的層面（例如『普教中』的課堂

運作），以助『普教中』有效地落實推行」（段 4.9）。這種把語言學習分為「理論」

與「實務」的二元論，然後「分而治之」（divide and conquer）的策略簡化了語言學習

的本質，且對兩者的分工建立出離析而不均等的看法（Scovel, 2001）。筆者認為，理

論與實際研究同樣重要。為了幫助討論及檢討「普教中」，本文嘗試以系統理論擬出

一個簡單的架構以便分析。這架構以輸入、教育過程及輸出三方面，勾勒出「普教中」

研究可能涉及的範疇及問題。由於整體架構所包含的研究層面非常繁複，本文只就最

急切的方面（即教育過程）作概略的分析討論。「普教中」重要的是教師的教學，而

教師的教學亦在於他們對「普教中」由導引學生「學習普通話」到「以普通話學習」

的教學法及教學內容的調配是否得宜。另一方面，學習者對學習第二語言的難點， 

學習者的學習行為及心理特質，都對「普教中」產生重要的影響。以上問題，本文都

作了研究理念及方向的討論。期望本文有助「普教中」這方興未艾的語文教學新課題

的分析和研究，同時可以鼓勵「普教中」實施者多加關注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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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a Framework of  
“Using Putonghua in Teaching Chinese” 

Siu-Ming LAI 

 
Abstract 

Since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proposed “using Putonghua as the medium for 
teaching Chinese” (PMI) as the long-term goal i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different sectors 
and parties have given their voices on the issue. The notion that “PMI can raise students’ 
standards of Chinese Language” is particularly controversial.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systemic Input-Process-Output theory to outline and analyze the questions and directions of 
various aspects of PMI for further researches, and explores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like 
methodology, learning behavior, and psychological traits) of the education process to epitomize 
the different research questions of PMI. 

Keywords: PMI; theory; outline; educational process; basic strategies 


